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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恢复和气候变化对汾河源区径流及其组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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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黄河中游许多流域径流量呈现减少的趋势，这与区域大规模的植被恢复密切相关。 但是，汾河源区径流量却呈现

了增加的相反趋势，有关变化环境对该区域径流及其组分的影响机制尚不明晰。 因此，研究选取汾河源区北石河流域为研究区

域，利用 ９ 种数值模拟法对 １９６２—２０１８ 年河川径流进行分割并分析其适用性，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法和累积距平法对径流、
地表径流及基流进行了趋势分析和突变检验，评价了植被恢复和气候变化对径流及其组分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在 ９ 种数值

模拟法中，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滤波法的估算精度相对较高，其日基流过程线能较好地反映基流的滞后性和稳定性，因此更适用于研究

区的基流估算；（２）流域多年平均径流深、地表径流深、基流深和基流指数分别为 １８１．２ ｍｍ、６７．４ ｍｍ、１１３．８ ｍｍ 和 ０．６８，基流是

径流的主要组成部分。 流域年径流和年地表径流均呈现不显著的增加趋势，而年基流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基流的增加是径流

变化的主要直接原因，三者的突变时间均出现在 １９９４ 年左右；（３）降水的变化引起了径流、地表径流及基流的增加，降水增加是

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贡献率为 ７８．１％—７９．４％），而植被恢复引起了径流和基流的增加以及地表径流的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

植被恢复能够促进降水入渗，减少地表径流，同时北石河流域的土壤和地貌条件使增加的降水入渗量更多地形成了基流，植被

恢复的基流增加效应超过了地表径流减少效应，从而最终增加了径流总量。 研究结果可为汾河源区植被合理恢复及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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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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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侵蚀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植被建设已成为区域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 自 １９９９ 年国家实

施退耕还林（草）政策以来，黄土高原已成为我国植被覆盖增加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植被覆盖度已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３２％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３％，植被“变绿”趋势尤为明显［１—３］。 大规模的植被恢复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质量，也在

一定程度上地控制了土壤侵蚀问题，使入黄河泥沙量大幅度减少［４—５］。 然而，黄土高原各大小支流在输沙量大

幅度减少的同时，也普遍出现了径流量明显减少的现象，例如与历史时期（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河

龙（河口镇－龙门）区间、汾河和渭河的年平均径流量分别减少了为 ５６．４％、５７．５％和 ２４．１％［６］。 不少研究表明，黄
土高原的植被建设和气候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区域的径流过程［７—１０］，而径流的变化对于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

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正确揭示径流过程对植被和气候变化的的响应规律，是现阶段黄土高原生态建

设成果保护和流域水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
目前，有关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探究气候要素包括降水、气温、潜在蒸散发、二氧化碳浓度等

的改变对径流的影响上，不同气候要素对径流的影响效应已达到一定的共识［１１—１２］。 黄土高原在过去 ６０ 年内大

部分流域降水量呈现降低的趋势，这直接导致流域径流量的减少；潜在蒸散发增加和降低的流域约各占一半，但
非汛期的潜在蒸散发在绝大部分流域均显著增加，这使得潜在蒸散发对非汛期径流降低的作用明显［１３］。 与此同

时，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包括水利工程、人类取用水、煤炭开采和植被恢复等，对黄土高原径流过程也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但是有关植被变化对径流的影响却出现了植被会减少、增加或不影响径流三种截然不同的结论［１４—１７］。
植被通过自身生理特征影响入渗、蒸散发等径流形成过程，改变径流运动路径，调节径流组分［１７—１８］。 从径流形

成过程上来说，植被对径流的影响实际上是对各径流组分的影响作用，笼统说植被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不仅难以

揭示植被与径流的关系，更有可能掩盖其真实的作用机制。 因此，从径流组分入手，通过识别植被变化对各径流

组分的影响是揭示植被与径流关系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
汾河源区是山西省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恢复区，从 １９８８ 年开始，区域持续开展了三期的水土保持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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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森林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土壤侵蚀程度有效降低，但同时对区域的径流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黄河中

游地区植被恢复通常会减少流域的产流量［１９］，但是通过对汾河源区北石河流域 １９６２—２０１８ 年径流深进行初步

分析，流域年径流深呈现增加趋势，那么植被恢复对该流域径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种径流效应到底是如何

造成的？ 不同径流成分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是亟待回答的科学问题，同时对于区域植被恢复建设也具重要

的指导意义。 因此，本文以汾河源区北石河流域为研究区域，分析流域多年径流、植被和气候变化特征，明晰径

流组分构成及其变化规律，阐明植被恢复和气候变化对径流及其组分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有望为汾河源区生

态恢复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北石河流域地处山西省宁武县涔山乡，位于东经 １１１°５６′１２″—１１２°１′５６″，北纬 ３８°５０′３９″—３８°５３′４６″，是汾河

源头从西北方向发源的一条重要支沟，与源自东北方向的涔山沟和源自正西方向的大庙沟一起构成了汾河源区

水系。 流域总面积为 ３１．９５ ｋｍ２，海拔高度为 １１８２—２７９８ ｍ（图 １），干流河长 ８ ｋｍ，平均纵坡 ４．７２％，流域平均宽

度 ４ ｋｍ。 该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６６６．０ ｍｍ，主要集中在 ６—９ 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７０．５％），年平均气温为 ５．９℃。 北石河流域出口断面控制站为岔上水文站，设立于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１ 日， 控制面积为

３１．７０ ｋｍ２。
该流域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地质条件属石灰岩，土壤类型主要为棕壤，土壤稀薄，土层厚度一般

为 ３０—１００ ｃｍ。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流域分布有小面积的天然林，森林覆盖率较低，自 １９８８ 年开始，汾河源区

持续开展了三期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流域森林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目前森林植被覆盖度达到了 ７０％以上，主
要林分为云杉和华北落叶松。 此外，整个流域内其他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径流的变化主要是由植被恢复和气候

变化的影响所造成的。 综上可见，北石河流域为研究汾河源区植被恢复和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研究场所。

图 １　 北石河流域地理位置及测站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ｓｈｉ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水文资料：径流数据采用北石河流域出口控制站———岔上水文站 １９６２—２０１８ 年实测逐日径流资料；降
水数据采用流域内 １ 个长期观测的雨量站（宋家崖）和岔上水文站 １９６２—２０１８ 年实测逐日降水资料，流域面降

水量采用泰森多边形法求得。
（２）气象资料：采用靠近流域的五寨国家气象观测站 １９６２—２０１８ 年的逐日气象资料，并利用 Ｐｅｎｍａｎ⁃

９９５４　 １１ 期 　 　 　 夏露　 等：植被恢复和气候变化对汾河源区径流及其组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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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２０］推求流域历年潜在蒸散发量。
（３）植被资料：利用 ＮＤＶＩ 指标表征流域植被覆盖情况，ＮＤＶＩ 数据来源于中国 ３０ ｍ 逐年 ＮＤＶＩ 最大值数据

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它是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ＧＥＥ）遥感云计算平台并利用美国陆地卫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 ／ ８
遥感影像计算的，数据年限为 １９８６ 年至今，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径流组分的计算

本研究中将总径流分为地表径流和基流两种径流组分，先通过基流分割计算出基流，再利用总径流减去基

流得到地表径流。 采用数字滤波法（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Ｃｈａｐｍａｎ、Ｃｈａｐｍａｎ⁃Ｍａｘｗｅｌｌ 和 Ｂ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ｈａｐｍａｎ 滤波法）、平
滑最小值法（标准平滑最小值法 ＢＦＩ（ｆ）和改进平滑最小值法 ＢＦＩ（ｋ））、时间步长法（固定步长法 ＦＩ、滑动步长法

ＳＩ 和局部最小值法 ＬＭ）共 ３ 类 ９ 种数值模拟法［２１］对河川基流进行分割，同时采用枯水指数法［２２］来近似估计实

际基流，将基流分割估算结果与实际年基流进行对比，并利用纳什效率系数（ＮＳＥ）和平均绝对相对误差（Ｒｅ）来
评价不同数值模拟法的合理性。
２．２．２　 水文气象变化趋势及突变分析

本研究利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法对水文气象要素进行变化趋势及突变检验，同时采用累积距平法对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 法突变检验的结果进行验证，从而提高识别突变点位置的准确性。 由于两种方法在水文研究中已被广泛

使用，因此相关方法原理并不在此详述，具体方法介绍见相关文献［２３—２４］。
２．２．３　 植被恢复和气候变化对径流及其组分的定量影响

常用的径流归因方法包括水文统计法、弹性系数法、水文模型法等，虽然不同方法计算过程有所差异，但是

其总体思路基本一致：先通过突变检验将整个径流序列划分为基准期（人类活动干扰较小）和变化期（人类活动

干扰较大）两个时期，然后利用各种方法计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２５］。 由于北石河流域内

其他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植被恢复上，可以认为流域径流的变化主要是由植被恢复

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所造成的。
本研究最终选用应用广泛、结果较为可靠的双累积曲线法、回归分析法和弹性系数法这 ３ 种方法进行径流

归因计算，将不同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降低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３ 种方法的计算原理如下：
（１）双累积曲线法。 先统计历年的累积降水量和累积径流深（累积地表径流深、累积基流深），建立起基准期

的累积降水量与累积径流深（累积地表径流深、累积基流深）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然后将变化期的累积降水量

值代入方程中，计算出还原后的累积径流深（累积地表径流深、累积基流深），再与基准期进行比较，即可求出气

候变化对径流（地表径流、基流）变化的贡献率，最终推求出植被恢复对径流（地表径流、基流）变化的贡献率［２６］。
（２）回归分析法。 先建立起基准期的降水量—径流深（地表径流深、基流深）最优回归方程，之后的计算步

骤与双累计曲线法大致相同［２６］。
（３）弹性系数法。 该方法是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水热耦合平衡理论进行径流变化归因的一种方法［２６］，本研究利用

傅抱璞解析表达式来计算降雨、潜在蒸散发和下垫面的径流弹性系数，从而量化径流变化的贡献率。 对于径流

内部组分，本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径流组分的气候弹性系数［２７］，以基流为例，计算基流的降水和潜在蒸散发

弹性系数 εＰ 和 εＥＴ０ ：

εＰ ＝
ρＢＰＣＢ

ＣＰ
（１）

εＥＴ０
＝

ρＢＰＣＢ

ＣＰ
（２）

式中： ρＢＰ 为年基流深和年降水量之间的相关系数；ＣＢ和 Ｃｐ分别为年基流深和年降水量的变异系数。
在此基础上，计算降水和潜在蒸散发引起的基流深变化量 ΔＢＰ 和 ΔＢＥＴ０ ：

ΔＢＰ ＝ εＰ
Ｂ
Ｐ
Δ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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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ＢＥＴ０
＝ εＥＴ０

Ｂ
ＥＴ０

ΔＥＴ０ （４）

式中：Ｂ、Ｐ 和 ＥＴ０分别为多年平均基流深、降水量和潜在蒸散发量（ｍｍ）； ΔＰ 和 ΔＥＴ０ 分别为变化期相较于基准

期的多年平均降水量之差和多年平均潜在蒸散发量之差（ｍｍ）。
最后，再利用基流深总变化量减去 ΔＢＰ 与 ΔＢＥＴ０ 之和，即可求得植被恢复引起的基流深变化量，从而推求出

各驱动因素的贡献率。 同理，也可以推求出地表径流变化的贡献率结果。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基流分割方法适宜性分析

将 ９ 种基流分割方法和枯水指数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其评价结果见表 １。 当枯水指数采用 Ｑ９０ ／ Ｑ５０时，

计算出来的多年平均基流指数基流深与径流深之比（ＢＦＩ）值为 ０．５８，该值与大部分基流分割方法的结果差异较

大，除了 Ｃｈａｐｍａｎ 和 Ｃｈａｐｍａｎ⁃Ｍａｘｗｅｌｌ 滤波法的值低于 ０．５８ 之外，其他 ７ 种方法的 ＢＦＩ 均值在 ０．６６—０．８９ 之间，
明显高于枯水指数法的计算结果。 另外，在该枯水指数下，所有方法的 ＮＳＥ 都低于 ０．５，Ｒｅ也均超过了 ３０％，特别

是除了 Ｃｈａｐｍａｎ 和 Ｃｈａｐｍａｎ⁃Ｍａｘｗｅｌｌ 滤波法之外的其他 ７ 种方法，评价效果非常不理想，与枯水指数法的计算结

果差异很大。 当枯水指数采用 Ｑ７５ ／ Ｑ５０时，枯水指数法与 ９ 种基流分割方法计算出的年均 ＢＦＩ 值相对吻合，评价

效果也有所提升，这说明对于汾河源区枯水指数采用 Ｑ７５ ／ Ｑ５０比 Ｑ９０ ／ Ｑ５０更为合适，可能是因为研究区河川径流中

基流的占比较大，Ｑ７５比 Ｑ９０更能代表基流的补给程度。 在该枯水指数下，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滤波法、Ｂ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ｈａｐｍａｎ
滤波法、标准平滑最小值法、改进平滑最小值法和局部最小值法的估算精度较高，其中，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滤波法的估

算精度最优。

表 １　 不同基流分割方法的基流指数值及评价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ｉｎｄｅ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枯水指数
Ｌｏｗ ｆｌｏｗ ｉｎｄｅｘ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数字滤波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ｌ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平滑最小值法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时间步长法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Ｂｏｕｇｈｔｏｎ⁃
Ｃｈａｐｍａｎ 标准法 改进法

固定
步长法

滑动
步长法

局部最
小值法

Ｑ９０ ／ Ｑ５０ ＢＦＩ ０．６８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６６ ０．７３ ０．７５ ０．８９ ０．８８ ０．８１
ＢＦＩ＝０．５８ ＮＳＥ ０．３９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８ －１．７６ －１．７２ －０．６５

Ｒｅ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４ ０．４１ ０．４４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５２
Ｑ７５ ／ Ｑ５０ ＢＦＩ ０．６８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６６ ０．７３ ０．７５ ０．８９ ０．８８ ０．８１
ＢＦＩ＝０．７０ ＮＳＥ ０．７６ ０．５８ ０．５８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６５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５０

Ｒｅ ０．１５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２４
　 　 ＢＦＩ：基流指数 Ｂ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ｉｎｄｅｘ；ＮＳＥ：纳什效率系数 Ｎａｓ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相对误差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Ｑ５０、Ｑ７５和Ｑ９０分别表示频率为 ５０％、７５％和 ９５％的日流量值

基于 ９ 种基流分割方法，计算得到北石河流域降水丰平枯水年的基流指数，结果见表 ２。 一般来说，年降水

量越大，河川径流中来自于地表径流的占比也应该越大，亦即 ＢＦＩ 值越小，反之在降水较枯的年份，其河川径流

应更多的受基流补给，其 ＢＦＩ 值应越大，因此不同来水年 ＢＦＩ 值排序应为：丰水年＜平水年＜枯水年。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Ｃｈａｐｍａｎ⁃Ｍａｘｗｅｌｌ 和 Ｂ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ｈａｐｍａｎ 滤波法在不同来水年的 ＢＦＩ 值差异很小，没有体现出降水丰枯程度对径

流组分的影响，而其余 ６ 种方法能较好地反映出这一差异。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基流分割方法在汾河源区的适用性，本研究以频率为 ５０％的平水年—１９９２ 年为研究对

象，绘制并对比 ９ 种方法分割的日基流过程（图 ２）。 由于基流受包气带和饱和带的调蓄作用，日基流变化过程相

对于日径流变化过程应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稳定性。 总体来看，不同方法分割得到的基流过程线差异较大。
在 ４ 种数字滤波法中，Ｃｈａｐｍａｎ、Ｃｈａｐｍａｎ⁃Ｍａｘｗｅｌｌ 和 Ｂ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ｈａｐｍａｎ 滤波法日基流过程线与日径流曲线表现

出较高的同步性，且拐点较多，不符合基流的滞后性和稳定性，而 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法的日基流过程线较为平滑，基流

的峰值点也都滞后于相应的径流峰值点，另外在枯水期其基流占比相对其他 ３ 种滤波方法更高一些，与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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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更加相符。 两种平滑最小值法的基流分割结果几乎一致，虽然在枯水期能较好地放映基流是河川径流的主要

组成部分这一特性，但是在丰水期其涨水过程过快，且整体不够平滑。 ３ 种时间步长法的基流分割过程线陡涨陡

落，且在丰水期其基流占比过大，不符合基流的变化特性。

表 ２　 不同基流分割方法在不同降水水平年下的基流指数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ｙｅａｒｓ

水平年
Ｌｅｖｅｌ ｙｅａｒ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ｍｍ

数字滤波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ｌ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平滑最小值法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时间步长法
ＨＹＳＥ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Ｂｏｕｇｈｔｏｎ⁃
Ｃｈａｐｍａｎ 标准法 改进法

固定
步长法

滑动
步长法

局部最
小值法

丰水年 Ｗｅｔ ｙｅａｒ ８１０．２ ０．６２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６６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８６ ０．８６ ０．７７
平水年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ａｒ ６７０．９ ０．６４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６６ ０．６９ ０．７２ ０．８８ ０．８８ ０．８１
枯水年 Ｄｒｙ ｙｅａｒ ５１８．３ ０．７７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６６ ０．８３ ０．８６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８４

图 ２　 不同基流分割方法的 １９９２年日流量和日基流量过程线

Ｆｉｇ．２ Ｄａｉｌｙ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１９９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９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综合枯水指数法、丰平枯水年基流指数与日基流过程线结果，本研究认为 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法是 ９ 种基流分割方

法中最为可靠和合理的方法，在后文中也是采用 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法的计算结果分析北石河流域的基流变化规律。
３．２　 径流及其组分年际变化规律

根据流域 １９６２—２０１８ 年径流及其组分统计结果（图 ３），流域多年平均径流深、地表径流深和基流深分别为

１８１．２ ｍｍ、６７．４ ｍｍ 和 １１３．８ ｍｍ，可见基流是河川径流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贡献占比达到了 ６２．８％。 在整个研

究期间，流域径流深、地表径流深和基流深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三者的变化过程也较为一致，径流深越大的年

份，地表径流深和基流深也越大，基流在年际尺度上并未表现出时间上的滞后性。 通过计算三者的年际变异系

数，发现地表径流深的变异系数值（０．９２）最大，基流深的变异系数值（０．４９）最小，而径流深的变异系数值（０．６３）
位于这两者之间，可见，地表径流的年际变化最剧烈，基流的年际变化最稳定，符合径流组分的变化特性。 流域

２０６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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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 ＢＦＩ 值为 ０．６８，年 ＢＦＩ 值在 ０．４４—０．９０ 之间浮动，整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在研究区

降水更多的转化成了基流，而地表径流在河川径流中的占比逐渐降低。

图 ３　 北石河流域 １９６２—２０１８年径流及其组分变化规律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ｓｈｉ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２ ｔｏ ２０１８
ＢＦＩ： 基流指数 Ｂ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ｉｎｄｅｘ

图 ４　 北石河流域径流及其组分Ｍ⁃Ｋ检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Ｋ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ｓｈｉ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Ｍ⁃Ｋ：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ＵＦ：顺时序统计量序列曲线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ＵＢ：逆时序统计量序列曲线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α 代表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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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及其组分的 Ｍ⁃Ｋ 检验结果见图 ４。 流域多年径流深、地表径流深、基流深和 ＢＦＩ 的 Ｍ⁃Ｋ 检验统计量值

分别为 １．５６、０．２１、２．５２ 和 ２．０８，这表明北石河流域年径流和年地表径流均呈现不显著的增加趋势，而年基流和

ＢＦＩ 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 Ｍ⁃Ｋ 突变检验结果表明，年径流深 ＵＦ 线（顺时序统计量序列曲线）和 ＵＢ 线（逆时序

统计量序列曲线）在 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８ 年、２００２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６ 年附近有交点，年地表径流深 ＵＦ 和 ＵＢ 线在 １９６４
年、１９６７ 年、１９７１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附近有交点，年基流深 ＵＦ 和 ＵＢ 线在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３ 年附近有交

点。 由于 Ｍ⁃Ｋ 法检测出的突变点较多，本研究采用累计距平法进一步验证突变结果，结果表明年径流深、地表径

流深、基流深可能分别于 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３ 年附近发生了突变，因此，综合两种突变检验方法计算结果，可
以认为流域年径流、年地表径流和年基流的突变年份非常接近，均于 １９９４ 年附近发生了突变。

基于突变分析结果，将径流序列分为两个时段：基准期（１９６２—１９９３ 年）和变化期（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年），分析不

同时段径流组分的演变程度及贡献占比，结果见表 ３。 北石河流域基准期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１５２．２ ｍｍ，而变化期

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２１８．３ ｍｍ，增加了 ６６．２ ｍｍ，从径流组分变化上来看，地表径流深增加了 １８．７ ｍｍ，基流深增加

了 ４７．５ ｍｍ，可见基流的增加是径流变化的主要直接原因。 从径流组分的贡献占比上来看，无论是基准期还是变

化期，基流一直是该流域径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比 ６０％以上），且变化期贡献占比相较于基准期有所提高。

表 ３　 北石河流域径流及其组分在基准期和变化期的统计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ｓｈｉ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时期
Ｐｅｒｉｏｄ

径流深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 ｍｍ

地表径流深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基流深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ｄｅｐｔｈ

值 Ｖａｌｕｅ ／ ｍｍ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值 Ｖａｌｕｅ ／ ｍｍ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基准期 Ｂａｓ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５２．２ ５９．２ ３８．９ ９２．９ ６１．１

变化期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１８．３ ７７．９ ３５．７ １４０．４ ６４．３

时期变化值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６６．２ １８．７ — ４７．５ —

３．４　 植被恢复和气候变化对径流及其组分的影响

根据流域 １９６２—２０１８ 年气象和植被要素统计结果（表 ４），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潜在蒸散发量和 ＮＤＶＩ 分
别为 ６６６．０ ｍｍ、９３１．２ ｍｍ 和 ０．６２，其中，年降水量和年 ＮＤＶＩ 值呈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两者的突变时间分别出

现在 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而年潜在蒸散发量呈现出呈现不显著的减少趋势，其突变时间可能在 １９８０ 年附近。 流

域降水量的增加和潜在蒸散发的减少对于径流的增加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降水量，其显著的增

加趋势及突变时间与径流突变时间的高度一致，表明降水可能是流域径流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而流域 ＮＤＶＩ 的
显著增加对于径流变化的影响究竟是正是负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表 ４　 北石河流域年降水量、潜在蒸散发量和 ＮＤＶＩ趋势分析及突变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Ｔ０ 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ｓｈｉ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影响因素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多年平均值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统计检验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ｔｅｓｔ

累计距平法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ｍｅｔｈｏｄ

统计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突变年份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突变年份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ｍｍ ６６６．０ ２．３０∗ １９９３ 年、２００５ 年 １９９３ 年

潜在蒸散发量 ＥＴ０ ／ ｍｍ ９３１．２ －１．４６ＮＳ 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１ 年

ＮＤＶＩ ０．６２ ２．７２７∗∗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ＮＤＶＩ：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Ｔ０：潜在蒸散发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ＮＳ：不显著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表示 Ｐ＜

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将降水量、潜在蒸散发量和 ＮＤＶＩ 这三个指标与径流及其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５），结果表明：降水量与

径流深、地表径流深和基流深的相关性均最大（Ｒ 均超过了 ０．８），且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降水应该是影响径流

及其组分变化的主导因素；潜在蒸散发量与径流及其组分的相关性次之，但是均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

流域潜在蒸散发的减少对于径流及其组分的变化应该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ＮＤＶＩ 与径流及其组分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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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弱，与径流深、地表径流深和基流深的相关系数仅分别为 ０．０５９，０．０１１ 和 ０．１１６，但是却都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

明 ＮＤＶＩ 的增加对于径流的变化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正效应作用。

表 ５　 北石河流域径流及其组分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ｓｈｉ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径流组分
Ｒｕｎｏｆ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潜在蒸散发量 ＥＴ０ ＮＤＶＩ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径流深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０．８５７ ∗∗ －０．４３１ ∗∗ ０．０５９ ＮＳ

地表径流深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０．８０７ ∗∗ －０．３６４ ∗∗ ０．０１１ ＮＳ

基流深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ｄｅｐｔｈ ０．８４９ ∗∗ －０．４７３ ∗∗ ０．１１６ ＮＳ

为了更深入的揭示驱动因素对径流变化的定量影响，采用 ３ 种方法分别计算径流变化的归因结果（表 ６）。
根据双累计曲线法评价结果，流域降水变化和植被变化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７．９％和 ７２．１％，对地表径流

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４５．１％和 ５４．９％，对基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０．９％和 ７９．１％；根据线性回归法评价结果，流
域降水变化和植被变化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７８．１％和 ２１．９％，对地表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１５１．９％和

－５１．９％，对基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４９．４％和 ５０．６％；根据弹性系数法评价结果，流域降水变化、潜在蒸散发变化

及植被变化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７９．４％、５．３％和 １５．４％，对地表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１８２．０％、３４．６％
和－１１６．６％，对基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６５．０％、１２．３％和 ２２．７％。 不同方法的计算结果差异较大：从径流深变化

归因上来看，线性回归法和弹性系数法的计算结果较为接近，降水是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植被是次要因素，但
是双累积曲线法的计算结果刚好相反；从地表径流深变化归因上来看，线性回归法和弹性系数法的计算结果相

对接近，降水的增加对于地表径流的增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植被变化却引起了地表径流的减少，而双累积曲线

法的结果表明降水和植被变化均导致了地表径流的增加，且贡献率相近；从基流深变化归因上来看，三种方法的

计算结果相差较大，但是存在一个共同的结论，即两者的变化均促使了基流的增加。

表 ６　 北石河流域径流及其组分变化的归因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ｓｈｉ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径流要素
Ｒｕｎｏｆ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双累积曲线法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ｕｒ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线性回归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弹性系数法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植被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植被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潜在蒸散发
ＥＴ０

植被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径流深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２７．９ ７２．１ ７８．１ ２１．９ ７９．４ ５．３ １５．４

地表径流深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４５．１ ５４．９ １５１．９ －５１．９ １８２．０ ３４．６ －１１６．６

基流深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ｄｅｐｔｈ ２０．９ ７９．１ ４９．４ ５０．６ ６５．０ １２．３ ２２．７

４　 讨论

本研究采用了 ９ 种数值模拟方法计算了北石河流域的河川基流，结果表明，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法的估算精度相对

较高，其日基流过程线能较好地反映基流的滞后性和稳定性，在年际尺度上也能体现出降水丰枯程度对径流组

分的影响，因此该方法相较于其他 ８ 种方法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这与黄河中游相关基流分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较为一致［２１， ２８—２９］，说明 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法对于黄河中游地区基流的分割具有较好的适宜性。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

在利用枯水指数法估算年基流时，枯水指数采用 Ｑ７５ ／ Ｑ５０比 Ｑ９０ ／ Ｑ５０更为合适。 枯水指数法的提出是源自于

Ｓｍａｋｈｔｉｎ 于 ２００１ 年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献［２２］，该文中指出可以用 Ｑ９０ ／ Ｑ５０这个指标来

预测在河川径流中源自地下水的比例，这应该是多数研究直接采用该指标估算年基流的原因，但是文中同样也

指出 Ｑ７５和 Ｑ９ ５也是非常广泛地被用来表征低水流量的指标，因此枯水指数不应局限于 Ｑ９０ ／ Ｑ５０这一指标，对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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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占比较大的河流，采用 Ｑ７５ ／ Ｑ５０比 Ｑ９０ ／ Ｑ５０更能体现基流在河川径流中的重要构成，同时这也表明枯水指数法的

结果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在验证基流分割结果合理性时需综合考虑日基流过程线、流域下垫面条件等方面来

评判。
基于 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法得到北石河流域多年平均 ＢＦＩ 值为 ０．６８，该值高于黄河流域 ＢＦＩ 均值 ０．４４［３０］，另外与黄

河中游多数流域 ＢＦＩ 值相比结果也偏大（表 ７）。 不同流域的 ＢＦＩ 值差异较大，其大小受到了流域水热条件、地形

地貌、土壤、植被和人类活动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 从表 ７ 可以看出：风沙滩地区的 ＢＦＩ 值要明显高于其他地貌

类型，这可能是因为风沙滩地区地势较平缓，地表多为风积沙，透水性较强，地下水埋深也相对较浅，因此降水会

更多地通过入渗形成地下径流，最终补给河道；土石山区、石质山区的 ＢＦＩ 值也相对高于黄土丘陵沟壑区，例如

伊洛河、三川河、汾河和昕水河流域内有部分面积的土石山区或石质山区，流域 ＢＦＩ 值在 ０．４９—０．７０ 之间浮动，本
研究推求出同为土石山区的北石河流域 ＢＦＩ 值为 ０．６８，在该范围之内，也验证了本研究基流分割结果的合理性。
北石河流域作为土石山区的典型流域，其土层浅薄，一般为 ３０—１００ ｍｍ，同时在森林植被的影响下其土壤渗透性

会增强，因此降水进入土壤后更容易发生饱和，并在相对不透水的岩石界面作用下，形成更多的地下径流，从而

补给河道。 因此，可以认为北石河流域在土壤条件（土层较薄）、地貌条件（土石山区）和植被条件（森林覆盖率

高）的共同影响下，导致流域基流指数相对较高。

表 ７　 黄河中游部分流域 ＢＦＩ值研究成果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ＢＦＩ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ｓｏｍ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引用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研究区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研究时段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主要地貌类型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ｔｙｐｅ ＢＦＩ

［２９］ 窟野河 １９５６—２０１２ 年
上游为风沙地貌，中下游为盖沙丘陵和
黄土丘陵沟壑地貌

不同分割方法在 ０．３３—０．４２ 之间

［３１］ 北洛河上游 １９５９—２０１１ 年 黄土丘陵沟壑区 不同水文站在 ０．３４８—０．４６６ 之间

［３２］
黑木头川、小理河、
大理河、清凉寺沟、
清涧河、佳芦河

１９５９—２００６ 年 黄土丘陵沟壑区 不同流域在 ０． ３８— ０． ５７ 之间

［３３］ 延河 １９５３—２０１５ 年 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主 不同分割方法在 ０． ２７—０． ４５ 之间

［３４］ 渭河中下游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 年
黄土高塬沟壑区、河谷平原区、丘陵沟
壑区

不同水文站在 ０．３５—０．５４ 之间

［３５］ 白马河（汾河中游） １９５６—２０１２ 年 山地丘陵区为主 ０．４３５
松塔河（汾河中游） ０．４５９

［３６］ 无定河风沙滩区 １９５４—２０１８ 年 风沙滩地区 ０．７１
［３７］ 孤山川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 黄土丘陵沟壑区 ０．１３３

岔巴沟 １９７１—２０１０ 年 黄土丘陵沟壑区 ０．３２３
秃尾河风沙滩区 １９６７—２０１０ 年 风沙滩地区 ０．６８８

［３８］ 皇甫川 １９５６—２０１５ 年 黄土丘陵沟壑区 ０．１２
大理河 １９６０—２０１５ 年 黄土丘陵沟壑区 ０．５５
海流兔河 １９５７—２０１５ 年 风沙滩地区 ０．７９

［２７］ 孤山川 １９６１—２０１４ 年 黄土丘陵沟壑区 ０．３１

窟野河
上游为风沙地貌，中下游为盖沙丘陵和
黄土丘陵沟壑地貌

０．４２

秃尾河 风沙滩区、黄土丘陵沟壑区 ０．７３
无定河 风沙滩区、黄土丘陵沟壑区 ０．６１
清涧河 黄土丘陵沟壑区 ０．４３
延河 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主 ０．４２
伊洛河 土石山区、丘陵区、河谷平原区 ０．５８
湫水河 黄土丘陵沟壑区 ０．３３

三川河
上游为石质山区，中下游为黄土丘陵沟
壑区

０．７０

汾河 河谷平原区、土石山区、丘陵沟壑区 ０．５５

昕水河
上游为石质山区，中、下游为黄土残塬沟
壑区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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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发现北石河流域年径流深、年地表径流深均呈现不显著的增加趋势，年基流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
根据径流变化归因分析，线性回归法和弹性系数法的结果表明降水是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贡献率为 ７８．１％和

７９．４％），植被是次要驱动因素，但是双累积曲线法的计算结果表明植被变化对于径流深的增加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贡献率为 ７２．１％），考虑到径流的突变时间与降水突变时间一致这一依据，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降水是径流

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不过无论哪种归因方法，都说明植被恢复对于径流的增加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这与黄河

中游黄土沟壑区植被恢复通常会减少径流量的研究结论［１９］相反，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北石河流域的土壤和地貌

条件使植被恢复增加的降水入渗量能够超过植被恢复引起的蒸散发增加量，最终导致降水入渗量更多地形成了

基流，从而增加了河川径流。 根据地表径流变化归因分析，线性回归法和弹性系数法的结果表明植被变化导致

了地表径流的减少，而双累积曲线法的结果表明植被变化引起了地表径流的增加，考虑到森林植被能够促进降

水入渗，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植被恢复会引起地表径流的减少。 在基流深变化归因上，三种方法的计算结果相

差较大，但是均表明降水和植被变化引起了基流的增加。
综上所述，北石河流域降水的增加是径流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降水变化引起了径流、地表径流及基流的增

加，而植被恢复引起了径流和基流的增加以及地表径流的减少，流域植被恢复的径流增加效应主要是由基流的

增加所导致的。 目前有关植被恢复对径流（或基流）的影响均出现了造林会减少、增加或不影响径流（或基流）三
种截然不同的结论［８］，看似互相矛盾，实则有迹可循。 以黄土高原土石山区和黄土高塬沟壑区为例：在本研究选

取的土石山区，植被恢复一方面会引起地表径流的减少，另一方面土石山区的土壤和地貌条件使增加的降水入

渗量更容易形成地下径流，从而补给河道基流，增加的基流量超过了减少的地表径流量，因此最终径流总量呈现

增加的趋势；而在黄土高塬沟壑区，土壤厚度可达 ５０—２００ ｍ，地下水埋深较深，巨大的包气带厚度使得植被恢复

增加的降水入渗量还未形成地下径流便被森林植被蒸散消耗殆尽，植被恢复引起的蒸散发增加量能够基本抵消

甚至超过植被恢复增加的降水入渗量，这就导致基流量会出现小幅度增加或不变或减少的现象，而地表径流量

一般是减少的，两者的叠加效应就会导致径流总量会出现基本不变或者减少的趋势。 因此，植被恢复的径流效

应并不仅仅依赖于植被的变化作用，植被恢复在不同的水热、地形地貌、土壤条件的因素综合影响下会呈现不同

的径流效应，从内在机制上来说就是植被恢复在这一系列气象和下垫面条件下通过影响蒸散和入渗来影响径流

路径，改变径流组分，从而最终影响径流总量，这也是植被与水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原因，径流总量最终是增

是减从根本上来说是森林增加的蒸散发与增加的入渗量之间博弈的结果，从路径上来说是地表径流和基流两种

径流组分的综合变化结果。 因此，植被恢复对径流的影响并无绝对的对应关系。 另外，通过对常用的 ３ 种归因

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方法的评价结果差异较大，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径流变化归因的方法对比研究从而

提高评价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５　 结论

本文以北石河流域为研究区域，分析了 １９６２—２０１８ 年径流及其组分的年际变化规律，探讨了植被恢复和气

候变化对径流及其组分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１）Ｌｙｎｅ⁃Ｈｏｌｌｉｃｋ 滤波法的估算精度相对较高，其基流分割结果比较符合实际日基流变化特征，在年际尺度

上也能体现出降水丰枯程度对径流组分的影响，因此该方法相较于其他 ８ 种方法在研究区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另外，在研究区枯水指数采用 Ｑ７５ ／ Ｑ５０比 Ｑ９０ ／ Ｑ５０更为合适，可能是因为汾河源区河川径流中基流的占比较大，Ｑ７５

比 Ｑ９０更能代表基流的补给程度。
（２）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潜在蒸散发量和 ＮＤＶＩ 分别为 ６６６．０ ｍｍ、９３１．２ ｍｍ 和 ０．６２，其中，年降水量和年

ＮＤＶＩ 值呈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而年潜在蒸散发量呈现出呈现不显著的减少趋势；流域多年平均径流深、地表

径流深、基流深和 ＢＦＩ 值分别为 １８１．２ ｍｍ、６７．４ ｍｍ、１１３．８ ｍｍ 和 ０．６８，其中，年径流和年地表径流均呈现不显著

的增加趋势，而年基流和 ＢＦＩ 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 另外，突变检验结果表明，径流及其组分的突变年份均在

１９９４ 年附近。

７０６４　 １１ 期 　 　 　 夏露　 等：植被恢复和气候变化对汾河源区径流及其组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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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北石河流域降水的增加是径流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贡献率为 ７８．１％—７９．４％），降水变化引起了径流、
地表径流及基流的增加，而植被恢复引起了径流和基流的增加以及地表径流的减少，流域植被恢复的径流增加

效应主要是由基流的增加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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